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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冲击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

——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的视角 

李五荣  丰晨宇 

内容摘要：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研究负面外部冲击对国内居民消费水

平分化产生的影响，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福利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微观

家庭视角考察了负面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出口冲击显

著扩大了居民消费不平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研究结论。机制分析发现，负面出口冲击

扩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增加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进而导

致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提升。同时，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在出口依赖度较高、

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以及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的家庭更加显著。本文为我国有效应对出

口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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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涵

盖经济上的“富裕”，更强调社会主体上的“共同”，兼顾各个群体福利的均衡提升，让全

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发展机会以及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李实和朱梦冰，2022）。然而，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

显，其中消费不平等问题越来越受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密切关注。不同于收入和财富，消

费对于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具有不容

忽视的作用。因此，降低消费不平等对于我国发挥超大规模优势，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意义重大。但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整体上呈现持续扩张

甚至超过收入不平等的态势（Xia et al.，2017; 臧旭恒和易行健，2023）。本文使用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发现，2010年消费水平前 10%家庭的人均消费是后 10%家庭的

15.28 倍，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分别攀升至 15.59 倍、16.95 倍和 17.47 倍。消费不平

等的加剧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社会信任受损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实现

共同富裕。 

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出口扩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国内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并提高了其工资收入，极大地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刘铠豪等，2022b）。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逆全球化浪潮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

全球经济疲软使得中国出口增长率由 2001-2008年平均 24.75%的高速增长骤降至 2011-2018

年的 6%。出口增速放缓意味着国内地区遭遇了显著的负面出口冲击，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影

响不同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以及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却

不得而知。从理论上看，负面出口冲击会对消费不平等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负面

出口冲击会扩大居民消费不平等，表明冲击产生了不良的经济后果和福利分配，此时应当

高度重视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问题，从而针对性地提振消费；二是，负面出口冲击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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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不平等，表明可能存在高收入家庭消费降级和消费抑制的情况，这将会削弱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厘清出口增速放缓与居民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对

于中国在经济下行时期采取适当的冲击防范和稳消费措施，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国际贸易福利分配效应的研究，国外文献主要从收入渠道和消费

渠道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从收入渠道来看，国际贸易通过影响不同个体或家庭的就业和收

入变动来影响居民福利水平（Feenstra & Hanson，1996；Helpman et al.，2016）。学者们对

此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并探讨了具体的作用机制，例如外包、劳动力市场摩擦、资本技能

互补和质量升级等（Feenstra & Hanson，1999；Brambilla et al.，2012；Frías et al.，2012；

Burstein et al.，2013）。从消费渠道来看，贸易自由化会改变消费产品的国内价格，由于不

同家庭的消费结构具有异质性，如果国际贸易在一国范围内引致的产品价格变化幅度相同，

在居民维持自身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家庭消费结构的不同将转化为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

导致不同收入家庭的福利产生差异（Fajgelbaum & Khandelwal，2016）。现有文献主要从消

费价格指数和生活成本指数的角度展开了细致的探讨（Hobijn & Lagakos，2005；Gravino 

& Levchenko，2017；Jaravel，2019；Faber & Fally，2022）。此外，也有学者结合收入和支

出两种渠道来研究贸易利益的群体分配效应，基本逻辑是国际贸易引起国内产品价格和要

素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对不同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家庭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导致了国际

贸易的福利分配效应（Deaton，1989；Porto，2006；Nicita et al.，2014）。 

相比于国外文献，国内从消费不平等视角来考察国际贸易福利分配效应的相关研究仍

处于探索阶段。刘铠豪等（2022a、2022b）分别以进口关税削减和外部关税减让为研究视

角，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家庭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发现关税削减冲击使国内不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受到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消费支出并抑制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而外部关税减

让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也有学者关注国际贸易对消费者福利分化的影响，例如施炳展和

张夏（2017）基于收入和支出渠道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发现关

税削减对低收入家庭整体福利提升的幅度超过高收入家庭。王备和钱学峰（2022）从家庭

生活成本视角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居民家庭消费福利差距的影响，发现相比于高收入群体，

进口关税削减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和福利改善效应更强。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国际贸易的福利分配效

应和消费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一方面，国内关于贸易的福利分配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期的全球化（Han et al.，2012）和贸易自由化（陈勇

兵等，2011；施炳展和张夏，2017；刘铠豪等，2022a、2022b），却较少聚焦于金融危机后

的出口增速放缓。金融危机发生后，由出口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出口冲击对经济稳定、工

人就业、地方官员任职以及社会安全都产生了不良影响（Ma et al.，2022；陈安平等，2023；

Campante et al.，2023）；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指出，房价和住房财富（刘婧和陈斌开，

2021；张雅琳等，2022）、家庭负债（栾炳江等，2022）、数字金融与数字鸿沟（张海洋和

韩晓，2022；杨碧云等，2023）是影响中国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较少从外部经济环

境不确定性的视角对消费不平等进行考察。本文基于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研究负面出口

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为理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国内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提

供新的视角。 

第二，从微观家庭角度构建消费不平等指标，详细地评估了出口增速放缓对消费不平

等的影响。现有文献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衡量地区层面的消费不平等（周广肃等，

2020；刘婧和陈斌开，2021；张海洋和韩晓，2022），地区层面的不平等指标容易掩盖内部

不同家庭之间的潜在差异（Kanbur et al.，2021）。本文使用刻画个体消费不平等的消费相

对剥夺指数，能够更好地衡量微观家庭之间消费水平的真实差异。与此同时，基于微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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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展开研究也有助于挖掘负面出口冲击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内在机制，为负面出口冲击

影响消费不平等提供经验证据。 

第三，厘清了负面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

研究发现，负面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负面出口

冲击会通过扩大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而扩大消费不平等；二是负面出口冲击会通过增加不同

收入家庭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进而扩大消费不平等；三是负面出口冲击会通过加强不同收

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扩大消费不平等。本文的研究结论增进了负面出口冲击对家庭消

费不平等影响渠道的认识。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现有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假说；第三

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实证方法；第四部分进行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

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国际贸易理论指出，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和福利的重新分配

（Goldberg & Pavcnik，2007；Pavcnik，2017）。诸多研究证实了贸易自由化为中国居民带

来的收入提升和消费促进效应，并且低收入群体成为贸易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张川川，

2015；施炳展和张夏，2017；王备和钱学锋，2020；刘铠豪等，2022a）。但也有研究将贸

易自由化视作当地的负向冲击，认为贸易自由化会抑制居民家庭消费扩张。刘铠豪等

（2022b）使用 1997-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关税削减冲击显著

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并且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抑制作用更强。 

相对于出口自由化对我国产生的正向冲击，由出口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出口冲击，会

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进而改变居民消费不平等。由于高收入家

庭以财产性收入为主，具备较强的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并且该群体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

其工资性收入不会受出口增速放缓的较大影响，因此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受负面出口冲

击的影响相对较小。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出口增速放缓对参与劳

动力市场的家庭成员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收入冲击或失业冲击，从而削弱居民的消费能力，

导致消费支出减少。与此同时，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积累水平相对较低，抵御外部风险的

能力相对较弱。在面临经济衰退等外部冲击时，居民家庭通常采取使用优惠券、减少购买

频率、消费低质量产品等策略来降低消费支出（Nevo & Wong，2019；Argente & Lee，

2021），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出口下行会使收入较低的家庭减少消费支出，扩大与高收入

家庭的消费差距，导致消费不平等上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负面出口冲击会扩大居民消费不平等。 

本文认为，负面出口冲击会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第一是收入不平

等。Duesenberry（1949）提出，家庭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在周围群体中收入分布的相对位

置，家庭在收入分配的相对地位变化会引起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发生变化。因此，收入不

平等加剧是导致消费不平等扩大的决定性因素（Krueger & Perri，2006；Jappelli & Pistaferri，

2010）。然而，负面出口冲击会扩大当地居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原因在于，出口增速放缓

显著地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和当地出口企业的经营利润，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经营，倾向于

将这一负向冲击转嫁给劳动者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导致当地劳动力失业概率上升和劳动

报酬下降（赵春明等，2020）。已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底层的群体最容易受到不利经济冲

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低迷时期低收入群体最先失业或降薪，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经济

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Romer & Romer,1999; Carpenter & Rodgers, 2005；Heathcote et al.， 

2010）。因此，当地区面临严重的出口增速放缓时，低收入群体更容易遭受失业和收入下降

的风险（Campante et al.，2022），导致其家庭在参照组中的收入相对地位下降，从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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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负面出口冲击会通过扩大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而扩大消费不平等。 

第二是收入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主要是为预防未来收入不确

定性而进行的额外储蓄。由此可见，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对未来收入不确定

性预期的增加。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越高时，具有预防性储蓄动

机的家庭消费支出越少（Leland，1968；孙凤，2001；Meng, 2003；Mody et al.，2012）。从

理论上来看，经济环境波动会增加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削弱消费者对未来获得稳定

收入的信心，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Mody et al.（2012）发现 2007-2009 年经济大萧

条显著地增加了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强化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消费下降。

基于上述逻辑，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导致我国出口

增速放缓，这会使居民对未来经济走势和未来收入预期持有消极心态，加强预防性储蓄动

机，从而减少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此外，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收入较低的家庭在面对不

利经济冲击时表现出更强的脆弱性（Di et al.，2022），因此出口增速放缓可能导致中低收

入家庭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更强，消费下降更多，从而加剧消费不平等程度。基于

此，我们提出假说 3。 

假说 3：负面出口冲击会增加不同收入家庭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进而扩大消费不平

等。 

第三是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是指居民从正规或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以满足消

费所受的限制。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条件下，流动性约束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

（Deaton，1989）。当居民受到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通常很难依靠自身资源来平滑整个生

命周期的消费，从而使得当期消费小于未来时期的消费（万广华等，2001），即偏紧的流动

性约束会抑制居民家庭消费。然而，负面出口冲击会影响不同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①正

常经济条件下，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偏好较高，对融资项目的风险容忍度也较

高。当地区遭遇较大的负面出口冲击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严重受损，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导致银行的风险偏好显著下降，实行的信贷政策和借贷条件更加严格（French & Vigne，

2019），主要表现在：第一，负面出口冲击使得银行增加贷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审批要求来降

低贷款风险（Pistaferri，2016），这意味着借贷家庭需要承担更高的利息成本或面临更高的

担保要求，增加家庭的借贷负担，因此收入较低的家庭会降低借贷规模，导致流动性约束

上升。第二，负面出口冲击使得金融机构降低贷款规模来减少贷款风险，这将降低那些难

以为借贷提供良好偿付能力预期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借贷可得性，使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增

加，但对于负债较少且财富缓冲存量较高的高收入家庭而言，流动性约束并不会受到太大

影响。第三，负面出口冲击更大程度地降低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这将增加家庭偿

还贷款的负担，导致出现拖欠或违约的后果，也会增加该群体的流动性约束。基于此，本

文提出假说 4。 

假说 4：负面出口冲击会增加不同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扩大消费不平等。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𝐼𝑛𝑒𝑞𝑢𝑎𝑙𝑖𝑡𝑦𝑖𝑓𝑡 = 𝛼0 + 𝛼1𝐸𝑥𝑝𝑠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 + 𝛼2𝑋𝑖𝑓𝑡−1 + 𝛼3𝐾𝑖𝑓𝑡 + 𝐷𝑓 + 𝐷𝑡 + 𝜀𝑖𝑓𝑡  （1） 

其中，i 表示城市，f 表示家庭，t 表示年份。𝐼𝑛𝑒𝑞𝑢𝑎𝑙𝑖𝑡𝑦𝑖𝑓𝑡为中国第 t 年 i 城市 f 家庭面

临的消费不平等，由 f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计算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得到。为了避免反向因果

问题，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𝐸𝑥𝑝𝑠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为地区出口冲击变量，表示 t-1 期 f 家

 
① 由于居民家庭主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居民使用民间借贷等

非正规金融机构展开借贷更少，因此本文主要考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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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所在 i 城市面临的劳均出口变动。 𝑋𝑖𝑓𝑡−1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人均 GDP、

第三产业占比、当地老年人占比、当地男性占比、金融发展程度和互联网覆盖率。𝐾𝑖𝑓𝑡为

家庭层面变量和户主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家庭

财富、家庭抚养比以及户主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等相关变量。𝐷𝑓为个体

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家庭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产生的影响。𝐷𝑡为年份固定效

应，用于控制时间趋势。𝜀𝑖𝑓𝑡表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随机扰动项。𝛼1为本文关注的回归系数。

当城市面临负面出口冲击（即𝐸𝑥𝑝𝑠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为负值）时，当地家庭的消费不平等扩大，那

么𝛼1系数应当为负，反之为正。 

（二）样本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以下三部分。第一，家庭微观数据选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CFPS 重点关注中国

居民的经济福利和经济活动，详细记录了受访家庭的消费支出明细，包括食品、衣着、居

住、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医疗保险、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其他消费支出等八大类，为我

们测算消费不平等提供了详细信息。（2）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较强，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

自治区。并且，自 2010 年第一次调查后，每隔两年对居民家庭展开一次追踪调查，有助于

我们探究 2008年后出口增速放缓时期中国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变化。本文选取 2010、2012、

2014、2016和 2018年五期数据展开研究，其中包含家庭经济关系库、家庭关系库、成人库

和儿童库。第二，出口相关数据来源于产品层面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为了更好地识

别出口增速放缓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因果关系，本文构建了滞后一期的城市出口相关指标，

即 2009、2011、2013、2015和 2017年城市出口冲击。劳动年龄人口来自中国普查数据库。

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联合国 CEPII 数据库。第三，城市特

征变量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首先匹配 2010-2018年 CFPS各期的家庭经济关系库、成人库和少儿库，再将五期

数据纵向合并，得到 34030 个样本，共计 6806 户家庭。在数据处理上，本文剔除家庭总收

入、总消费和总资产小于 0的异常值，对家庭的经济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同时以 2010

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其次，将 CFPS 家庭平衡面板数据与 2009-2017 年出口相关数据以

及相应年份的地级市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 30175 个样本，共计 6035 户家庭。 

（三）变量定义 

1.消费不平等 

现有文献对消费不平等的测度方法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方差以及分位

数之比进行衡量（Blundell et al.，2008；Krueger & Perri，2006），但这些测度方法适用于刻

画整体层面或群组的消费不平等，忽略了个体异质性。本文强调不同家庭的消费水平存在

显著差异，使用消费相对剥夺指数来刻画家庭消费不平等。“相对剥夺”是指个体与参照群

体中比自己在某方面更好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被剥夺、不公平的心理状态

（Ishida et al.，2014），在测量不平等时具有严格偏好和传递性的特征，能够精准反映不同

个体的差异。消费相对剥夺是个体与其所在参照群中消费水平更高的其他个体比较得到的

相对消费地位（Kafle et al.，2020）。当一个家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消费水平越高，他们面临

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越低，表现为消费不平等下降。 

消费相对剥夺指标主要有 Yitzhaki 指数（Yitzhaki，1979）、Kakwani 指数（Kakwani，

1984）、Podder指数（Podder，1996），后两种指数是在 Yitzhaki指数基础上得到的。参考现

有研究，本文选取家庭所在地级市的其他个体作为参照，将 CFPS 受访家庭的人均消费支

出与其所在城市人均消费支出更高的家庭进行比较。假定参考群组 X 的样本总量为 n，家

庭人均消费均值为𝜇𝑥，群组内家庭人均消费向量 X=𝑥1，𝑥2，…，𝑥𝑛，并满足不等式𝑥1≤𝑥2

≤…≤𝑥𝑛，定义群组中人均消费支出超过𝑥𝑖的样本消费均值为𝜇𝑥𝑖

+ ，人均消费支出超过𝑥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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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占总观测值的比重为𝛾𝑥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超过𝑙𝑛𝑥𝑖的样本消费均值为𝜇𝑙𝑛𝑥𝑖

+ 。

𝐾𝑎𝑘𝑤𝑎𝑛𝑖指数､𝑌𝑖𝑡𝑧ℎ𝑎𝑘𝑖指数和𝑃𝑜𝑑𝑑𝑒𝑟指数测得第 i 个家庭面临的消费不平等表示如下。 

                      𝐾𝑎𝑘𝑤𝑎𝑛𝑖(𝑥, 𝑥𝑖) =
1

𝑛𝜇𝑥
∑ (𝑋𝑗 − 𝑋𝑖)

𝑛

𝑗=𝑖+1
= 𝛾𝑥𝑖

+[(𝜇𝑥𝑖

+ − 𝑥𝑖)/𝜇𝑥]              （2）    

𝑌𝑖𝑡𝑧ℎ𝑎𝑘𝑖(𝑥, 𝑥𝑖) =
1

𝑛
∑ (𝑋𝑗 − 𝑋𝑖)

𝑛

𝑗=𝑖+1
= 𝛾𝑥𝑖

+[(𝜇𝑥𝑖

+ − 𝑥𝑖)]                       （3） 

 𝑃𝑜𝑑𝑑𝑒𝑟(𝑥, 𝑥𝑖) =
1

𝑛
∑ (ln 𝑥𝑗 − ln 𝑥𝑖)

𝑛

𝑗=𝑖+1
= 𝛾𝑥𝑖

+[(𝜇ln𝑥𝑖

+ − ln 𝑥𝑖)]               （4） 

𝑌𝑖𝑡𝑧ℎ𝑎𝑘𝑖指数通常对数据分布和人口规模比较敏感，并且不满足正规化和无量纲化要

求。𝑃𝑜𝑑𝑑𝑒𝑟指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𝑌𝑖𝑡𝑧ℎ𝑎𝑘𝑖指数的分布敏感性问题，但仍不满足

正规化条件。𝐾𝑎𝑘𝑤𝑎𝑛𝑖指数同时满足正规化和无量纲性（任国强等，2017），在消费分布

拟合中具备良好性质，并且所有个体相对剥夺的加权平均值为基尼系数（Kakwani，

1984）。因此，本文选用𝐾𝑎𝑘𝑤𝑎𝑛𝑖指数作为衡量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核心指标进行基准回归，

将𝑌𝑖𝑡𝑧ℎ𝑎𝑘𝑖指数和𝑃𝑜𝑑𝑑𝑒𝑟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 

2.出口冲击 

参考 Campante et al.（2022）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中国 i 城市面临的出口冲击指标，

具体公式如式（5）所示： 

𝐸𝑥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 = ∑ ∑
𝑋𝑖𝑗𝑝𝑓𝑡−1−𝑋𝑖𝑗𝑝𝑓𝑡−2

𝐿𝑖2000
𝑗∈𝑖𝑝                                      （5） 

其中，p 表示中国海关数据库中 HS-6 位代码产品，i 表示城市，j 表示企业，f 表示家

庭，t 表示年份，2000 年为基期。𝑋𝑖𝑗𝑝𝑓𝑡−1 − 𝑋𝑖𝑗𝑝𝑓𝑡−2表示 f 家庭所在的 i 城市 j 企业在 t-1 时

期和 t-2 时期 p 产品的出口总额增长变化。𝐿𝑖2000是基期 i 地区 16-64 岁劳动人口数量，来源

于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根据基期适龄劳动力数量将城市层面的出口额变

化标准化为城市人均出口额变化，最终得到 𝐸𝑥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单位为 1000 美元/人。例如， 

𝐸𝑥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2011表示 2011 年 f 家庭所在的 i 城市人均出口额相对于 2010 年人均出口额的增

长变化。 

3.控制变量 

由于其他因素可能影响出口冲击对家庭消费不平等因果关系的识别，借鉴现有研究

（栾炳江等，2022；杨碧云等，2023），本文纳入家庭层面、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

量。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人口总数）、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

家庭财富（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负债之差）、家庭抚养比（家庭 65 岁以上中老年人和 14 岁

以下儿童的数量与家庭成年人的数量之比）。 

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将问卷的“财务管理者”定义为户主）、受教育程度

（根据受教育年限为不同学历赋值，小学为 6，初中为 9，高中为 12，大专为 15，本科为

16，硕士为19，博士为23）、是否已婚（是=1，否=0）、健康状况（不健康=1，健康=2，非

常健康=3）、年龄（问卷发放年份-户主出生年份）、年龄的平方（年龄的平方/100）、是否

农村户籍（是=1，否=0）。 

城市层面的变量包括地区人均 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当地老龄化程度

（老年人占比）、当地男性占比、金融发展程度（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与贷款余额与当地

GDP 之比）和互联网覆盖率（互联网使用人数与当地总人数之比）。其中，一个国家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特征是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为城市中的低技能劳动力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因而会对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带来重要影响。城市的金融发展

水平越高，为受到资金约束的居民提供的资金缓冲存量越多，更有利于缓解居民家庭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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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约束，从而降低当地家庭的消费不平等。 

4.工具变量 

基于式（1）研究出口冲击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尽管在模

型中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并控制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未观察到的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

测因素，例如地区禀赋条件可能同时影响出口变动和居民消费不平等，导致遗漏变量偏误。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 Campante et al.（2022）的做法，利用除中国之

外的全球其他国家的产品需求变化和中国城市初始年份的出口结构，为出口冲击构造

Bartik IV，具体构建方式如下： 

𝑆ℎ𝑜𝑐𝑘𝐼𝑉𝑖𝑓𝑡−1 = ∑
𝑋𝑖𝑝𝑓,2000

∑𝑖𝑋𝑖𝑝𝑓,2000

𝑋𝑝𝑡−1
𝑅𝑂𝑊−𝑋𝑝𝑡−2

𝑅𝑂𝑊

𝐿𝑖,2000
𝑘                                           （6） 

其中，ROW 表示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p 表示 CEPII-BACI 提供的 HS-6 位数代

码产品，i 表示城市，f 表示家庭，t 表示年份。本文构建的 Bartik IV 由冲击（shift）和份额

（share）两部分组成：shift部分相当于使用了来自需求端的冲击，𝑋𝑝𝑡−1
𝑅𝑂𝑊 − 𝑋𝑝𝑡−2

𝑅𝑂𝑊表示 t-1年

至 t-2 年期间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在 p 产品的出口额变化，并根据 2000 年各地

级市 16-64岁劳动力数量𝐿𝑖,2000计算劳均出口额变化；share部分使用了基期城市产品出口占

全国的比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构造 2000 年 f 家庭所在的 i 城市 p 产品的出口强度𝑋𝑖𝑝𝑓,2000 

/∑𝑖𝑋𝑖𝑝𝑓,2000。外需冲击导致人均出口额发生变化，再将 p 产品的出口变化分配给中国各地

级市，最终得到城市出口冲击的 Bartik IV。 

Borusyak et al.（2022）指出，Bartik IV 的外生性来自冲击的外生性或者份额的外生性，

但冲击的外生性比份额的外生性更容易满足，并且即使份额相对内生，只要冲击满足了外

生性，也能保证 Bartik IV 的一致估计。因此，从上述构造方式来看，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

是有效的：一方面，本文的 shift 部分是来自需求端的冲击，外部需求变化是由国外经济环

境所决定，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另一方面，诸

多学者发现，2010 年后 60%-80%的国际贸易额变动归因于全球需求疲软，供给侧和贸易摩

擦等因素较少（Aslam et al.，2016；Qian et al.，2016；葛阳琴和谢建国，2018）。根据式

（6），如果 p 产品在 t-2 至 t-1 年份的全球需求下降，而 f 家庭所在的城市 i 恰好是产品 p 的

重要出口地，那么中国 i城市的产品 p在对应年份的出口会随之下降。因此，工具变量与城

市出口冲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表 1展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 2009-2017年城市平均出口变动为负值，

意味着近年来中国城市出口增速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中国家庭的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

平均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在 0.44 附近，超过现有研究中的地区消费不平等水平（张海洋和韩

晓，2022）。由此可见，地区层面的消费不平等容易掩盖家庭之间消费不平等的重要特征。

其余变量均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出口冲击 31676 -0.093 0.729 -4.953 0.002 1.227 

Shock IV 33129 -0.511 8.963 -34.848 0.083 22.217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Kakwani） 33144 0.437 0.232 0 0.435 0.910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Yitzhaki） 33144 0.474 0.348 0 0.403 1.685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Podder） 33144 0.460 0.435 0 0.329 2.054 

家庭抚养比 32993 0.440 0.460 0 0.330 5 

家庭规模 33144 3.880 1.870 1 4 21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32993 7.880 3.700 0 7.500 21 

家庭总收入的对数 32775 9.970 1.740 0 10.33 13.69 

家庭总财富的对数 32276 11.79 1.510 0 11.88 17.91 

户主性别 32224 0.520 0.50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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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受教育程度 32433 8.060 4.770 0 9 21 

户主是否已婚（是=1） 31180 0.870 0.340 0 1 1 

户主健康状况 32925 2.220 0.710 1 2 3 

户主年龄 32993 49.96 15.48 20 50 80 

户主年龄平方/100 32993 27.36 15.63 4 25 64 

户主是否农村户口 31698 0.730 0.440 0 1 1 

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 30390 11.74 1.250 8.680 11.60 14.53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31024 41.15 10.50 14.36 40.04 79.65 

城市老龄化程度 33144 0.130 0.060 0.010 0.120 0.410 

城市男性比重 33144 0.650 0.120 0.480 0.640 0.830 

金融发展水平 30619 3.440 3.150 0.590 2.470 37.53 

互联网覆盖率 31024 0.185 0.169 0.014 0.137 0.892 

注：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为受教育程度 0、6、9、12、15、16、19、22。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展示了地区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第（1）列仅加入出

口冲击变量，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实证回归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

原有基础上，第（2）-（4）列逐步控制家庭特征变量、户主特征变量以及城市特征变量，

发现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地区出口增速放缓（即

 𝐸𝑥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为负值）显著扩大了居民消费不平等，即在负面出口冲击越大的地区，居民

消费不平等程度越高，符合假说 1 的推测。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符合逻辑。家庭

人口规模和家庭抚养比与家庭消费不平等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总

收入和家庭总财富与消费不平等具有负相关关系。户主年龄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呈现先增加

后减少的倒 U 型关系。农村户口的户主可能受到消费习惯的制约，家庭消费支出相对较低，

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较高。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越高，代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越高，越

能促进当地居民消费，缩小消费不平等。城市男性比例越高，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拥有的劳

动力越充足，能够获得越多的收入来满足消费，从而缩小居民消费差距。 

表 2                  出口冲击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OLS 回归 

变量 
被解释变量：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1) (2) (3) (4) 

出口冲击 
-0.0101** -0.0098** -0.0123** -0.0094** 

(0.0044) (0.0044) (0.0056) (0.0045) 

家庭规模 
 0.0357*** 0.0358*** 0.0369*** 

 (0.0008) (0.0014) (0.0008)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0.0119*** -0.0093*** -0.0097*** 

 (0.0004) (0.0008) (0.0006) 

家庭总收入 
 -0.0130*** -0.0113*** -0.0119*** 

 (0.0008) (0.0014) (0.0008) 

家庭总财富 
 -0.0345*** -0.0314*** -0.0327*** 

 (0.0009) (0.0024) (0.0010) 

家庭抚养比 
 0.0177*** 0.0112*** 0.0108*** 

 (0.0028) (0.0042) (0.0033) 

户主性别 
  -0.0031 -0.0008 

  (0.0028) (0.0027)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10** 0.0009** 

  (0.0005) (0.0005) 

户主是否已婚（是=1） 
  -0.0239*** -0.0250*** 

  (0.0057) (0.0046) 

户主健康状况 
  0.0065*** 0.0067*** 

  (0.0024)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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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年龄 
  0.0035*** 0.0039*** 

  (0.0007) (0.0006) 

户主年龄平方 
  -0.0017** -0.0021*** 

  (0.0007) (0.0006) 

户主是否为农村户口（是

=1） 

  0.0689*** 0.0744*** 

  (0.0078) (0.0034) 

城市人均GDP的对数 
   0.0295*** 

   (0.0024) 

第三产业占比 
   -0.0010*** 

   (0.0003) 

城市老龄化程度 
   0.0308 

   (0.0311) 

城市男性比重 
   -0.0816*** 

   (0.0168) 

金融发展水平 
   0.0034*** 

   (0.0009) 

互联网覆盖率 
   0.0243 

   (0.0172)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773 28907 26447 25904 

R2 0.182 0.184 0.203 0.211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二）工具变量回归 

  由于可能存在未被观测到的其他因素同时影响出口冲击和居民消费不平等，导致实证

回归出现遗漏变量偏误。为了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除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

需求变化和中国城市基期的出口结构来构建出口冲击的 Bartik IV，并使用 2SLS方法进行模

型估计，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𝐸𝑥𝑝𝑠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 = 𝛽0 + 𝛽1𝑆ℎ𝑜𝑐𝑘𝐼𝑉𝑖𝑓𝑡−1 + 𝛽2𝑋𝑖𝑓𝑡−1 + 𝑍𝑓 + 𝑍𝑡 + 𝑣𝑖𝑡                 （7） 

𝐼𝑛𝑒𝑞𝑢𝑎𝑙𝑖𝑡𝑦𝑖𝑓𝑡 = 𝜇0 + 𝜇1 𝐸𝑥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
̂ + 𝜇2𝑋𝑖𝑓𝑡−1 + 𝜇3𝐾𝑖𝑓𝑡 + 𝐷𝑓 + 𝐷𝑡 + 𝜀𝑖𝑓𝑡    （8） 

其中，𝑆ℎ𝑜𝑐𝑘𝐼𝑉𝑖𝑓𝑡−1表示与出口冲击时期相对应的工具变量， 𝐸𝑥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
̂ 表示由第

一阶段出口冲击对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回归得到的拟合值。𝑋𝑖𝑓𝑡−1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与式（2）一致。𝑍𝑓为个体固定效应，𝑍𝑡为年份固定效应，𝑣𝑖𝑡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不同

家庭在城市内部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 

表 3 展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的实证结果。由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地区

的出口冲击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当城市受到的外部需求冲击越大时，当地的出口

增速放缓程度越大。与此同时，第一阶段的 KP-F 值均显著大于 10，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

假设。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

了假说 1 的观点，即出口增速放缓会扩大居民消费不平等。根据第（4）列的回归结果，地

区出口冲击每下降 1 个单位（即出口增长幅度降低 1000 美元/人），当地居民家庭的消费相

对剥夺指数会上升 0.0254（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均值为 0.440）。此外，2SLS 的估计系数比

OLS 估计的系数更大，说明 Bartik IV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模型存在的遗漏变量偏差。 

表 3              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Panel A: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出口冲击 

(1) (2) (3) (4) 

Shock IV 
0.0287*** 0.0287*** 0.0287*** 0.0287*** 

(0.0039) (0.0039) (0.0039) (0.0039) 

KP-F 值 55.113 55.116 56.511 65.508 

Panel B: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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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出口冲击 
-0.0185* -0.0188* -0.0287** -0.0254** 

(0.0109) (0.0108) (0.0112) (0.0108) 

家庭规模 
 0.0357*** 0.0358*** 0.0369*** 

 (0.0014) (0.0014) (0.0013)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0.0119*** -0.0093*** -0.0097*** 

 (0.0007) (0.0008) (0.0008) 

家庭总收入 
 -0.0130*** -0.0113*** -0.0119*** 

 (0.0015) (0.0014) (0.0014) 

家庭总财富 
 -0.0344*** -0.0314*** -0.0326*** 

 (0.0026) (0.0024) (0.0025) 

家庭抚养比 
 0.0177*** 0.0111*** 0.0107*** 

 (0.0042) (0.0042) (0.0041) 

户主性别 
  -0.0030 -0.0006 

  (0.0028) (0.0029)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10** 0.0009** 

  (0.0005) (0.0005) 

户主是否已婚（是=1） 
  -0.0238*** -0.0249*** 

  (0.0057) (0.0057) 

户主健康状况 
  0.0065*** 0.0067*** 

  (0.0024) (0.0025) 

户主年龄 
  0.0035*** 0.0039*** 

  (0.0007) (0.0007) 

户主年龄平方 
  -0.0017** -0.0021*** 

  (0.0007) (0.0007) 

户主是否为农村户口（是=1） 
  0.0688*** 0.0743*** 

  (0.0078) (0.0073) 

城市人均GDP的对数 
   0.0296*** 

   (0.0058) 

第三产业占比 
   -0.0010 

   (0.0006) 

城市老龄化程度 
   0.0268 

   (0.0792) 

城市男性比重 
   -0.0824** 

   (0.0400) 

金融发展水平 
   0.0033** 

   (0.0015) 

互联网覆盖率 
   0.0183 

   (0.0305)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773 28907 26447 25904 

R2 0.162 0.163 0.184 0.193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KP-F 值为 Kleibergen-Paap F 

值，当其大于临界值时，表示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消费不平等指标的衡量方法、更换研

究样本的时间窗口、控制其他经济冲击和加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等方式进行验证。 

1.替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了 Kakwani 指数测算居民家庭的消费不平等。为了避免指数测

算方法差异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使用 Yitzhak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测算的居民消费不

平等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第（1）-（2）列展示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出口冲击的系

数仍显著为负，即负面出口冲击会扩大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结论依然成立。 

2.更换为 2011-2015 年出口增速放缓时期  

考虑到在 2016年后中国出口增速有所回升的同时，2017年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使中国

出口前景进一步受挫。为了排除这一政策事件对本文的影响，本文参考 Compante et al.

（2022）的研究思路，考察2011-2015年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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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和 2015年出口冲击相关变量与 2012、2014和 2016年CFPS相关数据进行匹配，

并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表 4 第（3）列显示，出口冲击依然显著地扩大了居民消

费不平等，并且这一时期的系数估计值远超过基准回归的系数估计值，主要是因为 2011-

2015 年是中国面临负面出口冲击最严重的时期，显著地扩大了居民消费不平等，也进一步

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剔除进口变动的影响 

由于地区的进口冲击会影响不同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刘铠豪等，2022），如果家庭消

费不平等因此而发生变化，那么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可能会有偏误。为了进一步排除进口

冲击的影响，本文构建地区层面的进口冲击指标并加入回归方程，具体构建方法如式（9）

所示。其中， 𝑀𝑖𝑗𝑝𝑓𝑡−1 − 𝑀𝑖𝑗𝑝𝑓𝑡−2表示 f家庭所在的 i城市 j企业在 t-1时期和 t-2时期 p产品

的进口额增长变化，再根据基期适龄劳动力数量将城市层面的出口额变化标准化为城市人

均出口额变化。 

𝐼𝑚𝑝𝑆ℎ𝑜𝑐𝑘𝑖𝑓𝑡−1 = ∑ ∑
𝑀𝑖𝑗𝑝𝑓𝑡−1−𝑀𝑖𝑗𝑝𝑓𝑡−2

𝐿𝑖2000
𝑗∈𝑖𝑝                                     （9） 

表 4 第（4）列展示了控制进口冲击的实证结果。我们发现，一阶段回归 KP-F 值大于

10，进口冲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出口冲击的回归系数整体上仍显著为负，表明城市进

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不大，出口冲击扩大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 

4.加入滞后一期因变量 

本文进一步探讨常用于面板数据的替代性规范，这种规范具有较短的时间维度

（Angrist & Pischke，2009），例如删除个体固定效应，但纳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来控

制个体层面事前趋势中存在的特定因素。本文借鉴 Angrist & Pischke（2009）的做法，删除

个体固定效应，加入滞后一期的家庭消费不平等，同时控制省份-年份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

检验。表 4 第（5）列显示，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增速放缓会显著扩大居民消费

不平等。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因变量测算指标 时间窗口更换为

2011-2015 年 

剔除进口变动

的影响 

加入滞后一期

因变量 

Yitzhaki指数 Podder指数 Kakwani指数 Kakwani指数 Kakwani指数 

(1) (2) (3) (4) (5) 

出口冲击 
-0.0450*** -0.0446*** -0.0312** -0.0271** -0.0087* 

(0.0141) (0.0159) (0.0142) (0.0129) (0.0046) 

进口冲击 
   -0.0001  

   (0.0035)  

滞后一期

Kakwani指数 

    0.3900*** 

    (0.00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省份*年份固定 否 否 否 否 是 

KP-F值 65.508 65.508 57.755 58.841 18.872 

观测值 25904 25904  16132 25119 23384 

R2 0.126 0.151 0.192 0.207 0.151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参考张雅琳等（2022）的做

法，本文采取 Yitzhaki 家庭消费剥夺指数/10000 进行检验。此外，基于消费不平等指标的 Yitzhak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本文通

过更换研究样本的时间窗口、控制其他经济冲击和加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发现结论依然稳健，相关的实证结果详见附录。 

（四）异质性回归 

考虑到出口增速放缓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会因城市的不同出口依赖程度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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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规模、家庭的不同消费类型和收入结构而产生较大差异，本文分别从城市层面和家庭层

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1.不同出口依赖程度 

城市不同的出口依赖程度会改变出口冲击对城市居民的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理论上，

当城市面临严重出口冲击时，如果当地对出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那么城市可以通过发

展优势产业来缓冲出口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减小居民家庭受到的干扰；反之，倘若城市

的出口依赖程度较高，出口增速放缓必将使当地居民家庭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消费不平

等程度更大。基于此，本文区分不同出口依赖程度的城市来探究出口增速放缓对家庭消费

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采用城市出口总量占 GDP 比重来衡量城市的出口依赖程度，并利用出

口依赖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进行检验。表 10 的前两列显示，出口增速放缓对

家庭消费不平等的边际影响只在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存在，说明出口依赖程度更高的

城市对出口冲击的敏感度更高，会显著扩大当地家庭的消费不平等，证实了上述逻辑。 

2.不同规模城市 

出口增速放缓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会因城市规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我国经济

发展早期，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导致城市形成了人口

集聚的规模效应。在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出口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冲击可能产生的影响

更大。本文将所有样本分为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和五六线城市，分别考察了出口增速

放缓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表 5 的后三列结果显示，出口冲击对家庭

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在一二线、三四线城市非常显著，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一二线

城市。一二线城市的出口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受负面出口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大。并且在对

外开放时期，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外来劳动力迁移至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沿海地区就业，

一二线城市拥有了丰富的中低收入劳动群体，而出口冲击会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在一二线城市，家庭面临的消费不平等更大。 

表 5                 异质性检验一：不同城市出口依赖程度与不同规模城市 

变量 

不同出口依赖程度城市 不同规模城市 

出口依赖度较高地

区 

出口依赖度较低地

区 

一二线城

市 

三四线城

市 

五六线城

市 

(1) (2) (3) (4) (5) 

出口冲击 
-0.0840*** -0.0075 -0.2386*** -0.1059*** 0.1144 

(0.0289) (0.0120) (0.0791) (0.0316) (0.13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KP-F值 60.387 41.839 19.365 17.937 25.298 

观测值 12666 12848 6745 12925 5844 

R2 0.197 0.217 0.204 0.154 0.163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3.不同家庭消费类型。由于不同收入家庭在消费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与此同时，现

有研究发现，经济萧条等外部冲击会改变不同家庭的消费结构，例如牺牲耐用品的消费来

满足非耐用品的消费支出（Chen et al.，2013）。基于此，出口增速放缓也会影响当地家庭

的消费支出，本文试图探究出口增速放缓如何影响不同类型家庭消费的不平等。借鉴程名

望和张家平（2019）、葛继红等（2022）的研究，本文将居民家庭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包含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消费支出；发展

型消费包含交通和通信消费、家庭用品及服务消费等支出；享受型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

服务、医疗保健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其次，本文使用 Kakwani 指数分别计算生存

型消费不平等、发展型消费不平等和享受型消费不平等，探究出口增速放缓对三者的异质

性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扩大了生存型消费不平等和发展型消费不平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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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型消费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面临负面出口冲击时，高收入家庭

可能不太会改变原有消费结构，各项消费支出基本能维持在冲击前的水平，但收入较低的

家庭可能因遭遇负向收入冲击而调整购买频率或缩减食品、生活用品、耐用品等方面的基

础性生活开支，但教育医疗等投资属于必需性消费支出，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导致家庭面临的生存性和发展型消费不平等扩大。由此可见，出口增速放缓使其呈现出高

收入家庭消费稳定，低收入家庭消费降级的两极化趋势，不利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和共同富裕的推进。 

4.不同工资性收入占比家庭。现有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会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产生显

著的负面影响（赵春明等，2022），由于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所占比重不同，使得不同

家庭的收入结构产生差异，从而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对不同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产生异质

性。本文以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中位数为界，区分高工资性收入占比和低工资性

收入占比的家庭，进行分组回归。表 6 表明，对于高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家庭，出口增速放

缓会显著扩大该群体的消费不平等，但对于低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家庭，出口冲击的影响不

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更容易市

场变动、外部冲击等影响，因此出口增速放缓对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家庭的负面冲击更大，

这将抑制家庭消费支出，加剧消费不平等程度。 

表 6                          异质性检验二：不同家庭特征 

变量 

(1) (2) (3) (4) (5) 

不同消费类型 不同家庭收入结构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高工资性收入占比 低工资性收入占比 

出口冲击 
-0.0423*** -0.0249** -0.0046 -0.0341** -0.0158 

(0.0133) (0.0122) (0.0232) (0.0131) (0.01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KP-F值  65.508  65.508  65.508 58.091 55.737 

观测值 25904 25904 25904 12469 13046 

R2 0.194 0.093 0.090 0.199 0.201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五、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假设，本文主要从收入不平等、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三个角度来检验

出口增速放缓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其一，出口增速放缓会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产

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导致部分劳动力失业或工资收入下降，增加居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

由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加剧消费不平等（Krueger & Perri，2006），因此，出口冲击通过

扩大居民收入不平等来增加消费不平等。其二，出口增速放缓增加了经济下行压力，降低

了居民家庭对未来收入的良好预期，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更容易受到

外部冲击的影响，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更强。而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强化个

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少当期消费支出（Leland，1968）。因此，出口冲击通过增加居民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家庭消费支出，从

而扩大消费不平等。其三，出口增速放缓会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规模或实施更严格

的借贷审核条件，相比于高收入家庭，缺乏偿还能力的中低收入家庭更难以获取贷款来平

滑消费，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上升。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使居民家庭难以实现

生命周期内的最优消费，抑制家庭的消费支出（Deaton，1989），因此，出口冲击通过加强

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减少消费开支，从而扩大消费不平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探究出口增速放缓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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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不平等 

本文利用 Kakwani 指数的测算方法，基于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对剥夺指数来测算家庭收

入不平等，考察出口增速放缓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机制。表 7 展示了实证结果，第（1）

列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增速放缓显著地扩大了居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考虑到

既有研究发现持久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暂时性收入，也有研究发现持久性收入不

平等和暂时性收入不平等都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并且后者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

更大（颜迪和罗楚亮，2023），而出口增速放缓可能会影响家庭的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进而影响消费不平等。因此，我们进一步探究出口冲击对家庭持久性收入不平等和暂时性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参考 Carrol（1994）的方法，本文将家庭收入分解为持久性收入和暂

时性收入两部分，分别构建相应的 Kakwani 指数，得到持久性收入不平等和暂时性收入不

平等。第（2）和（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扩大了家庭的持久性收入不

平等和暂时性收入不平等，说明家庭收入不平等是出口增速放缓扩大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

要机制，证实了假说 2。 

表 7                 机制检验一：出口冲击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变量 
收入不平等 持久性收入不平等 暂时性收入不平等 

(1) (2) (3) 

出口冲击 
-0.0641*** -0.0221*** -0.0078** 

(0.0148) (0.0054) (0.0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KP-F值  65.508  65.508  65.508 

观测值 25904 25904 25904 

R2 0.176 0.843 0.003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2．收入不确定性 

参考罗楚亮（2004）的方法，本文使用家庭收入对数值的组内方差作为家庭收入不确

定性的代理变量。具体做法是，根据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城市、工作性质、工

作单位和行业将所有家庭分组，分别计算家庭收入对数值的组内方差，再将组内收入方差

相乘，最终用所得乘积来衡量家庭收入不确定性。为了更好地识别家庭收入的变动方向，

如果当期收入水平低于上期收入，则家庭的收入对数方差取负值，否则取正值。按照家庭

人均收入的 1/3 和 2/3 分位点，本文将所有家庭划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

家庭三组，分别检验出口冲击对不同收入家庭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表 8 的实证结果

显示，出口冲击对不同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其中，低收入家庭受到

的影响大于中高收入家庭。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收入较低家庭在面临负面出口冲击时，抵

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当期收入水平的下降将增强家庭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对

于未来生活各项支出成本更加谨慎，从而降低消费支出，扩大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因此

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3。 

表 8         机制检验二：出口冲击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收入不确定性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1) (2) (3) 

出口冲击 
-1.5506*** -0.5018*** -0.3956*** 

(0.2867) (0.1213) (0.11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KP-F值 19.316 19.574 19.281 



 

15 

 

观测值 8564 8837 8503 

R2 0.119 0.032 0.019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3．流动性约束 

参考 Zeldes（1989）和甘犁等（2018）的研究，本文使用家庭流动性资产是否大于两

个月收入来定义家庭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分别检验出口冲击对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

庭和高收入家庭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表 9 展示了实证回归结果，系数均为边际效应。结果

显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并且低收入家庭

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中高收入家庭，这意味着出口冲击显著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

可能的原因在于：出口冲击使银行的借贷审核条件更为严格，同时缩减了借贷规模，降低

了所有家庭的信贷可及性。出口冲击会将那些难以为借贷提供良好偿付能力预期的家庭排

除在外，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增加，与此同时，出口冲击也会导致中低收入家

庭遭遇负向收入冲击，削弱了信贷资金的偿还能力，收紧流动性约束，这在低收入家庭中

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会降低消费支出，从而扩大与高收入家庭的消费

差距，导致消费不平等加剧，证实了假说四。 

表 9            机制检验三：出口冲击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流动性约束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1) (2) (3) 

出口冲击 
-0.1112*** -0.0729*** -0.0396*** 

(0.0374) (0.0181) (0.01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KP-F值 53.129 71.459 58.216 

观测值 8380 8700 8434 

R2 0.121 0.077 0.088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衰退期与世界动荡变革期叠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

重构，国外需求下降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出口增

速放缓对国内居民消费分化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 2009-2017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 2010-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出口冲击变量和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基于微观家庭视

角研究了出口增速放缓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 Bartik IV 的实证结果

表明，出口冲击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不平等，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

文认为，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负面出口冲击显著

扩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而导致消费不平等加剧。第二，负面出口冲击显著增加了居民

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进而扩大居民消费不平

等。第三，负面出口冲击强化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拉大了家庭间的消费差

距，导致消费不平等上升。本文发现，出口冲击显著扩大了居民的生存型消费不平等和发

展型消费不平等，对享受型消费不平等却无显著影响。由不同城市特征和家庭特征发现，

出口冲击扩大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在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更明显。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我国将在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仍将面临着出口下行的压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

一，促进高质量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出口韧性。伴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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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爆发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逆全球化浪潮迭起，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出口贸易仍将受

到较大阻力，将导致居民消费进一步产生分化。在国际上，我国应当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

当，坚定推动全球化，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避免逆全球化和其他不利因素对各国对外贸易和经济产生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开发国

外新兴市场，推动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增加国外

市场需求，应对“逆全球化”潮流。在国内，针对性地向出口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并给予税收减免，增强出口企业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推动更

多企业“走出去”，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出口促稳提质。 

第二，畅通劳动力要素社会性流动渠道，促进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尽可能减

少出口冲击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扩大了居民家庭的

消费不平等，说明负面出口冲击会通过劳动力市场最终传递给居民家庭，侧面反映出城市

中劳动力跨部门流动不够充分，使居民家庭无法转移至其他不可贸易部门来抵御出口冲击

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提高城市劳动

力在不同部门的就业灵活性和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出口冲击扩大居民家庭消费

不平等的影响。 

第三，强化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技能，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强消费意愿。本文

研究发现，收入较低的居民家庭更容易受到负面出口冲击的影响，导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

性显著增加，降低消费信心，扩大消费不平等。因此，在出口放缓背景下，稳定中低收入

群体的就业、增强其抗风险能力是促进消费的政策核心。通过公平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低

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相关企业可以为低收入劳动者提供定期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

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养，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劳动报酬，另一方

面有助于面临失业冲击时拓宽职业选择路径。稳定中低收入群体就业，才能增强消费能力

和消费意愿，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此外，地方政府对于提供员工培训的企业可以给予适

当税收减免或补贴。 

第四，重视经济发展较好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本文发现，在出口依赖

度越高和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负面出口冲击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越大。现实情况是，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通常人口规模较大，出口依赖程度较高。随着全球经济下行

风险加剧，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内部面临较高的消费不平等现象，而这些城市最具有消费潜

力。因此，一二三线城市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当降低城市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

加大对科技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通过数字经济

和数字金融提升低收入居民家庭消费，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降低消费不平等，进而实现共

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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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y, studying the impact of negative external 

shocks on the divergence of domestic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adverse export shocks 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 from a micro household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negative export 

shocks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mong residents, and robustness tests suppor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negative export shocks widen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esidents, 

increase future income uncertainty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for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us 

resulting in higher consumption inequality.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export shocks 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high export dependence and large population size, as well as in households with a 

higher share of wage income.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ffectively mitiga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xport shocks in China, ensuring the consumption levels of low-income families, and promoting people’s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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